
广东日本商工会议所的制度创设 

与人事构成探析 

张传 宇 

内容提要 广东 日本商工会议所创立于 1937年。抗战爆发后，虽曾一度中止活动， 

但在广州沦陷后于1940年重设。重设后的广东日本商工会议所受制于广东日本总领事 

馆，在 1941年及 1943年两次组织及人事改组过程中，不只随处可见总领事馆的干预，且 

从中体现出广东日本商工会议所内部的势力变动趋势、人事策略及对外的联络渠道等多 

种信息。广东 日本商工会议所的上述特征，在华南具有代表性，且可视为抗战前后在华日 

本商工会议所研究的重要补充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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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日本在华经济团体的活动，近年来以追踪各地商工会议所为线索，受到 日本学术界的关 

注。① 但其视野始终偏重于华北及华东，对于华南几乎无视。② 本文在先行研究基础上，拟讨论广 

东日本商工会议所③(以下简称“商工会议所”)的制度创设与人事构成问题。以此呈现商工会议 

所的性质，及其与日本官方的关系，希望对抗战时期日本经济团体的在华活动问题，做出进一步的 

探索和补完。 

1937年的初设情况 

抗战爆发前夕，广州约有500多名日本居留民，聚居于沙面租界。④ 1936年广东归附南京国民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华南抗战历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16ZDA137)与广东省社科“十二五”规划2013年度学 

科共建项目“广州沦陷时期 日本主导下的统制贸易研究”(GD13XLS0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 集大成者为以下两种共同研究：波形昭一编『近代7， 7， 日本人经济团体』、同文馆 出版株式会社、1997年；柳浞进、木 

村健二编著『戟峙下7， 日本鲣济团体』、日本经济评谕社、2004年。 

② 台湾、香港等殖民地除外。 

③ 近代以来，日本习·瞬称广州为“广东”，指行省时则称“广东省”。本文涉及的“广东日本商工会议所⋯‘广东日本居留民 

会”等组织，实际上都是广州本地 日本居留民团体。 

④ 张传宇：《抗 日战争前的广州日本人群体——以人 口及职业问题为中心》，《中山大学学报))2o12年第5期，第 l19、123、 

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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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后，广州的排日运动进入低潮，使得当地 日本商人的贸易环境有所好转，接到来 自其国内的贸 

易照会数量亦显著增加。① 在此时局之下，1937年3月 19日，广州主要 日本企业代表举办了“广东 

日本商工会议所创立总会”，全场一致通过了商工会议所章程。②商工会议所于4月 1日正式 

成立。③ ’ 

《广东日本商工会议所章程》(以下简称“1937年章程”)规定：设立商工会议所的目的在于增 

进该区域内日本工商业者的利益，就工商业问题向日本驻广东总领事馆提出建议并接受其咨询，从 

事和工商业有关的中介、斡旋、调停、仲裁等事务；商工会议所设置在沙面租界，其行使职能的区域 

与总领事馆管辖区域相一致。④ 会员须是在此区域内拥有营业所或事务所并从事工商行业的日本 

帝国臣民及法人；设正、副会头各 1名，包括正、副会头在内的评议员共 7名；每月召开一次评议会， 

处理 日常事务。以商工会议所名义聘用的带薪职员为书记长及书记，其中书记长 1名，在会头的指 

示下处理一切事务，书记长之下设书记若干名。商工会议所的经费来源为会员缴纳的会费、赞助 

费、捐款及手续费，其中会员会费为每人每月港币 1元；会计年度从 4月 1日始至次年 3月 31日 

止，在会头的主持下每年 4月召开定期总会，在总会上报告经费预算、收支决算、财产目录和进行评 

议员选举。⑤ 表 1为商工会议所创立时的会员情况： 

表1 广东日本商工会议所会员名单(1937年) 

20世纪20年代 职务 姓名 所属 业务 

企业存否 

评议员 山田三平 台湾银行分行 存在 

木村信三郎 正金银行办事处 存在 

仲宗根惠爱 华南银行分行 存在 

大森辉雄 日本邮船会社办事处 存在 

藤井定雄 大阪商船会社办事处 存在 

评议员 山田悌二郎 日清汽船会社办事处 

会头 御手洗摄之郎 三井物产会社出张所 存在 

岸道三 兴中公司办事处 对华进出口贸易代理业 

评议员 森清太郎 岳阳堂 药材及医疗器械 存在 

副会头 冈本矶太郎 德和洋行 制纸、制棉铁原料出口业 

藤原文治郎 东亚洋行 工业化学品、医药及杂货 

① JACAR(7， 7，蜃史资料七 ’／夕一)Ref．B08061553400(第0292画像 目)、在外邦人商案(商工)会馥所阁椽雄件／底柬商 

案会馥所(外耪省外交史料馆)。 

② JACAR(7， 7，蜃史资料七’／夕一)Ref．1308061553400(第0282画像 目)、在外邦人商案(商工)会截所阴保推件／底柬商 

棠会馥所(外耪省外交史料馆)。 

③ JACAR(7， 7，蜃史资料七 ’／夕一)Re￡B08061553400(第0295画像 目)、在外邦人商案(商工)会鬣所明保雒件／底柬商 

案会镬所(外耪省外交史料馆)。 

④ 当时广东日本总领事馆的辖区为除汕头 日本领事馆管区外的广东省部分(含海南岛)及广西省。 

⑤ 本段 内容引自JACAR(7， 7，蜃史资料七 ’／夕一)Ref．B08061553400(第0284画像 目加岛第0288画像 目圭 )、在外邦 

人商案(商工)会蕺所阴保雒件／庄柬商案会鬣所(外辩省外交史料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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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 

2O世纪 20年代 职务 姓名 所属 业务 

企业存否 

评议员 砂堀义显 义丰洋行 一般进口业 

青木英雄 时达洋行 工业原料 

平田藤太郎 平田洋行 杂货 、进口业 

杉明 明华洋行 一般进出口及制造业 

三浦治左卫门 锦华洋行 杂货 、同业化学品、海产品 

蓝原浩 中华洋行 海产品、药品、橡胶原料 

高井左一 广华洋行 

波多江茂次郎 日华洋行 一般杂货进口业 

长田兹松 时利洋行 各种杂货及中介业 

前 田薰 前田洋行 杂货 

评议员 河村文太郎 河村洋行 杂货 、测量器械、图书、军用品类 

松尾健司 松尾洋行 

松下清太郎 松下洋行 杂货、海产品、干货 

山本甚九郎 山本洋行 

神田树 东光洋行 

津田竹二郎 日星洋行 洋纸、绸缎、海产品进口业 

王振咸 三泽洋行 

冈本矶太郎(代表社员) 合名会社广东新闻社 

加藤贞义 加藤印刷所 

大泷宗吉 多工公司 木工建筑承包 

多贺谷善太郎 多贺谷商店 翡翠、紫檀、砚石、书画、古董 

大盐伸三郎 新开堂 点心制作 、翡翠、紫檀贩卖 

北野嘉男 

大贯丑三／ 长 良 饮食店 

久保几太郎 都宾馆 

山田丰秋 蓬莱馆 料理店 

说明：并非所有规模以上的 日本企业都加入到商工会议所，如据称“广泽洋行”为当时广州的主要 日本企业之一，但在表 l中 

并无该洋行，未加入的原因不明。(台湾懋督官房外事课『台湾匕南支那』、台湾鲶督官房外事课、1937年、l6页)。 

资料来源：“商号、姓名、职务”参考JACAR(了， 蜃史资料七 夕一)Ref．B08061553400(第0289画像 目加 第0290画像 目 

圭 )、在外邦人商案(商工)会蕺所闼保雄件／底柬商案会蕺所(外耪省外交史料馆)；“事业”参考台湾鲶督官房外事课『台湾 南 

支那』、16页；“20世纪20年代企业存否”参考井出季和太『南支那重要港 港势』、台湾懋督官房铜查课、1922年、9页。 

如表 1所示，商工会议所创立之时共有会员 37名，除 日资三大银行、三大轮船公司、三井物产 

和国策会社兴中公司外，其余29名是当地日本中小企业的负责人。包括正、副会头在内的 7名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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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员中，三井物产会社、台湾银行及Et清汽船会社为Et本大企业代表，而岳阳堂①、德和洋行、义丰 

洋行、河村洋行则是当地日本中小企业的代表。后者虽略占多数，然而会头由三井物产会社出张所 

(即“办事处”——笔者注)负责人御手洗摄之郎担任一事说明，大企业在广州日本工商界的领导地 

位终于获得认同。此外，该表还显示出，从 20世纪 20年代起一直在广州营业的主要是为数不多的 

Et本大企业。至于业务方面，广州Et本企业在抗战爆发前夕主要集中于进出口行业，以及杂货、海 

产品零售业。 

抗战爆发后，1937年8月广州全体13本居留民撤离至香港，商工会议所随之中止活动。 

二、1940年的重设与战时制度的确立 

(一)外务省及总领事馆的重设意见 

1938年 10月21日广州沦陷后，广州日本居留民与日本企业的数量 自1939年起出现了急速增 

长。② 重设商工会议所一事随之提上日程。1939年11月24日，广州日本总领事将《广东日本商工 

会议所规则》呈送日本外务大臣审核。同年 l2月28日收到外务省通商局第二课复函，对《广东日 

本商工会议所规则》提出了多处修改意见。③ 总领事馆依照该意见进行系统修订后，于1940年1 

月8日以当年第一号“馆令”的形式，正式发布了《广东日本商工会议所规则》(以下简称“1940年 

规则”)。其主要内容与“1937年章程”相比发生了重要变化： 

第一，将会员资格划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类会员是对居留民会每月缴纳 2日元以上会费，且从 

事工商业或其他产业者。据此，抗战前就曾并存的居留民会与商工会议所，重新界定了彼此的关 

系——后者实为前者的“精英俱乐部”。第二类会员是依照外国法令设立的企业，且经过董事会承 

认者。此时尚未对外国企业的资质进行明确规定，为日后制定具体细则预留了空间。 

第二，调整商工会议所内的指导机构与人事制度。首先，指导机构从战前由7名评议员构成的 

评议会制度 ，改为由40名议员组成的“议员总会”制度。议员经两种办法产生：一种是选举，一种 

是指定，但官方指定的议员人数不得超过议员总数的 1／5。值得注意的是，议员既可以是自然人， 

也可以是法人即“会社”。在会社当选为议员时，需再指定其代表，且该代表可更换。其次，议员通 

过召开议员总会来决定有关商工会议所收支及人事安排等重要事宜。商工会议所的指导层亦由议 

员总会选出，包括正、副会头各一名及“常议员”若干人。以上所有议员及其职务都是名誉职位，任 

期由战前的一年延长为两年。此外，“书记长”一职被取消，新设“顾问”数名以备咨询，设“理事” 
一 名处理庶务，并规定商工会议所有权依照章程自行设置其他职位。 

第三，取消不缴纳会费者的选举权。在1937年商工会议所初设时，会费收缴不力曾是造成其 

财政困难的原因之一。此番将会费缴纳与选举权相关联，很可能是借鉴了战前的经验。 

第四，赋予总领事对商工会议所的广泛干预权。其主要内容有： 

1．商工会议所必须回应总领事的咨询。 

① 岳阳堂经营药材生意，创办者为森清太郎。森氏在广州的商业活动始于清未，至 1937年时已历30余年。因此被视为成功 

的典范而在当地日本人中颇负名望。他曾于1922年用日语写作并出版《广／j-．．g~史迹》一书(森清太郎『庄柬名滕史踌』、岳防堂 

菜行凳行所、1922年)，书中主要介绍广州的名胜及掌故。进入 20世纪3O年代 ，森氏曾担任广东日本居留民会会长一职。 

② 至 1940年初，日本国内的主要企业几乎都在广州设立了分支机构，且支配了当地的贸易、金融、制造、交通等领域。(作 

躅奋宣『再建庄柬 现势J、『台湾畸赧』1940年 8月号、8页) 

⑧ JACAR(7 7，蜃史资料电’／少一)Re￡B08061553400(第0299画像 目加岛第0301画像 目圭 )、在外邦人商案(商工) 

会蕺所阳傈雄件／庄柬商案会鬣所(外耪省外交史料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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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总领事有权要求商工会议所对工商业及其他产业进行调查。 

3．商工会议所制定的会费征收规则须获得总领事的批准。 

4．商工会议所须向总领事汇报其收支决算。 

5．总领事有权在其认为必要之时更改商工会议所的章程、预算、会费征收方法乃至处理其财 

产，并有权发布其他利于监督的指令。 

6．总领事在认定商工会议所的决议 、议员或董事的行为违令、违章、或有损公益时，有权作出 

以下处理：(1)取消议员的选举或当选结果；(2)将议员或董事解职；(3)取消商工会议所决议； 

(4)中止商工会议所事业；(5)解散商工会议所。① 

通过以上六点内容可知，按照“1940年规则”的设计蓝图，商工会议所在进行工商业 自治之外， 

还将成为附属于总领事馆的咨询及调研机构 ，且在规章制度、收支决算、人事任免、事业兴废等各方 

面受到总领事的全面监督。故 自商工会议所重设的筹备阶段起，总领事馆已成为其事实上的上级 

机关。商工会议所的重设与其独立性的丧失是完全同步的。 

(二)重设章程的确定 

总领事馆颁布的“1940年规则”，成为商工会议所重设的“基本法”。继而有关方面拟定出《广 

东日本商工会议所议员选举规定》及《广东 日本商工会议所章程》(以下简称“1940年章程”)。前 

者主要是将商工会议所的议员选举步骤细节化，而后者则是在秉承“1940年规则”精神的基础上， 

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对条款进行损益，为商工会议所落实可行的章程。其内容可大致归纳如下： 

第一，制定会计及经费征收方案。规定商工会议所的会计年度仍然为4月 1日至次年3月31 

日。经费来源为会员缴纳的会费、赞助费、捐款、手续费及其他收入。会费每会计年度征收4次，分 

别为4、7、10、1月。 

第二，完善或修正“1940年规则”中某些方针的具体实施方法。 

1．厘清“1940年规则”中提出的两类会员资格问题。“1940年章程”中规定，第一类会员必须 

是每月在居留民会中缴纳会费超过 2日元者，这意味着进入商工会议所的“门槛”较 1937年每月 

缴纳港币 1元时大幅提高。而对第二类会员即外籍企业的加人问题，章程中规定在 日籍人员拥有 

该企业总出资额的45％以上，或该外国企业隶属于日本企业并以日籍人员作为企业代表者的前提 

下，若能获得商工会议所董事会的允许方可人会。以上规定无疑严格限制了外籍会员的产生，保证 

了商工会议所的纯粹性和排他性。 

2．对“1940年规则”中提出的议员及干事人数进行修正。议员总数从 40名变更为35名，亦分 

为两类。第一类为经选举产生者，共30名；第二类为指定议员，共五名。二者不得兼任。从议员中 

选出正、副会头各一名，以及常议员八名，议员及董事任期期满后可以连选。顾问人数限定在六名 

以内，从具备工商业领域学识、经验且与商工会议所关系密切者中选任，任期一年，可以连任。 

3．将商工会议所的指导机构“议员总会”细分为“定期总会”与“临时总会”两种情况。前者每 

年3月及 5月定期召开，即在会计年度结束前与开始后各召开一次。后者则在会头认为必要时、董 

事会或 1／3以上议员提出要求时举行。 

4．设置商工会议所的常务指导机构董事会。董事会由正、副会头及全体常议员组成，负责审 

议以下事项：向议员总会提出的议案；向占领当局提出的重要建议、陈情及答复；商工会议所收到的 

重要建议及陈情；议员总会重要决议的执行方法等。董事会在会头认为必要时，或者有 3名以上董 

① 以上有关“1940年规则”的内容参考r庄柬日本商工会鬣所规则(馆余)j、庄柬日本商工会鬣所编『庄柬日本商工会最所 

定款 ·底柬 日本商工会畿所鬣其避举规定 ·底柬 日本商工会蕺所规则』、底柬 日本商工会畿所、1940年、27_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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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提议时，由会头召开，并由会头充任议长。 

5．对会费缴纳与选举权的关系进行补充。提出对于拒缴会费的会员，不仅要取消其选举权， 

还要取消其被选举权。此举在“1940年规则”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了会员义务与权利的关系，对 

日后督促会费的缴纳无疑将发挥重要影响。 

第三，依据“1940年规则”赋予商工会议所的自主权利，新设机构与职位。 

1．为针对专项事宜进行调查及审议 ，设置“部”及“部会”。商工会议所在其内部共划分五大 

部 ，即：金融部、贸易部、商业部、工业部、交通部。正、副会头外的议员，由会头安排在各部，再由各 

该议员于各部之中组织起“部会”，充当各部的指导机构。各部通过部员互选产生正、副部长，但部 

长必须由常议员担任，此举可确保五大部及其部会直接受到董事会的监督和指导。部会在部长、会 

头认为必要时、或在两名以上会员提出要求时，可由部长召集。在发生牵涉两个部门以上的事务 

时，则由会头召开联合部会。正、副会头有权出席部会或联合部会，并陈述意见。经部会或联合部 

会决议的事项，须先经过董事会认可，再由会头安排执行。 

2．在理事一名之外，设主事、书记、雇员若干名。理事人选由董事会决定，再由会头任免。主 

事、书记、雇员则在会头认可下由理事进行任免。理事直接接受会头的指令处理事务，可出席会议 

并陈述意见，主事、书记、雇员等则在理事指派下分掌具体事务。① 

从上述内容可知，“1940年章程”乃完全依照“1940 年规则”的精神与架构改订而成。也就是说， 

商工会议所从重设伊始已受制于总领事馆，但自主裁量权尚未被完全剥夺。值得注意的是，由商工会 

议所自主设立的五大部及其部会，虽然目的是方便调查与审议，但实际上已使商工会议所具备了按产 

业门类进行划分的结构外观，为日后与当地经济统制机构进行深入协作乃至于融合做好了准备。 

1940 年3月 1日，日本总领事、华南派遣军特务机关长、发起人及会员共 141名齐聚居留民会公 

会堂，并通过决议正式重设商工会议所。日本总领事当场批准了商工会议所的新章程及选举规定。② 

三、1941年改组情况 

1941年2月17日，商工会议所进行了改选。同年5月，常议员森清太郎病故，再加上另一常议员 

南方开发糖业组合代表土井季太郎回国，造成八名常议员中出现两名缺额。③ 

表 2为 1942年3月商工会议所的议员、理事及顾问名单。据此可知，1941年 5月后的人事格 

局，直至 1943年3月本届议员任期期满前都十分稳定。如参考各议员同一时期在广东 日本居留民 

团民会(以下简称“民团民会”)④及香港日本商工会议所⑤的在籍情况，或可更深刻地认识商工会 

议所议员阶层的社交网络及其活动能力。 

① 以上有关“1940年章程”的内容参考r庄柬日本商工会蕺所定款J、庄柬日本商工会鬣所编『底柬日本商工会鬣所定款 · 

庄柬日本商工会鬣所最员避举规定 ·庄柬 日本商工会馘所规则』、l3一l8页。 

② 平野健编『底柬之现状』、庄柬日本商工会馘所、1943年、305页。重设后的首任会头由台湾拓殖株式会社理事高山三平 

担任，副会头由日本邮船广东支店长长谷川武古担任。(菊江泶一r新生 庄柬蛏济』、同盟通信社、1942年、68页) 

③ 店柬日本商工会龋所『昭和十六年度事桨概要』、庄柬日本商工会馘所、1942年、3页。 

④ 该组织是“广东日本居留民团”的指导机构。其组织与人事概况为：由民团团员中选出27名“民团民会议员”组成民团民 

会，再从中遴选7人组成民团民会的“参事会”，并将其作为民团民会的常务执行机构。(庄束日本商工会戴所鳊『新庄柬』、庄柬 

日本商工会戴所、1940年、250／1页) 

⑤ 香港日本商工会议所成立于 1937年 6月30日，据饭岛涉推测，彼时香港日本企业结成共同商业团体的内部动力并不充 

分，该团体应是在 日本国内工商政策的要求和推动下得以成立的。(饭岛涉r香港一日本阴铄 加力香港 日本商工会蕺所j、波 

形昭一编『近代7， 7， 日本人经济团体』、2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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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广东日本商工会议所议员名单(1942年 3月) 

民团民会职务 香港 13本商工会议所在籍 职务 代表者姓名 所属／身份 

(1940年 6月) (1939年 11月) 

会头 森广三郎 三井物产 参事会员 在籍 

副会头 石黑信一 台湾银行 在籍 

常议员 池田佐一郎 华南银行 民团民会议员 

常议员 石川久我生 大丸兴业 

常议员 铃木透 东亚海运 

常议员 浅野贤智 浅野水泥 民团民会议员 

常议员 栗栖富登 日本水产 在籍 

常议员 冈本矶太郎 协同组 参事会长 

议员 浜田林藏 福大公司 

议员 渥美实藏 三菱商事 在籍 

议员 小野哲一 横滨正金银行 在籍 

议员 中西嘉吉 广东内河运营组合 民团民会议员 

议员 吉野近藏 台湾拓殖 在籍，企业法人同 

议员 中尾梅吉 加藤洋行 在籍 ，企业法人同 

议员 佐野寿三郎 三和公司大药房 

议员 喜多山松之助 广东鱼市场组合 参事会副会长 

议员 河村文太郎 河村洋行 民团民会议员 

议员 市川光雄 服部贸易 

议员 国弘满治 美丰洋行 在籍 ，企业法人同 

议员 陈云龙 竹腰洋行 

议员 谷冈洋佑 西村洋行 

议员 佃念太郎 广州物产公司 

议员 折田重雄 折田洋行 

议员 岩田广三郎 岩田洋行 

议员 梅津健五 台湾仓库 

议员 佐佐木卯太郎 佐佐木洋行 

议员 山本直秀 东洋棉花 在籍 

议员 铃木高平 加藤物产 

议员 金原隆二 乡原洋行 在籍，企业法人同 

议员 高田正男 广东高田商会 

议员 铁本山治 协荣洋行 在籍 

议员 岩见芳四郎 朝 日洋行 

议员 绦田有策 南洋仓库 民团民会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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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2 

民团民会职务 香港 日本商工会议所在籍 职务 代表者姓名 所属
／身份 (1940年 6月) (1939年 11月) 

理事 平野健 

顾问 高津富雄 驻广东总领事 

顾问 矢崎勘十 陆军特务机关长 

顾问 岩越寒季 海军特务部部长 

顾问 长谷川武吉 前副会头 民团民会议长 

说明：在 1940年6月至1942年4月近两年的时间内，居留民团及民团民会的人事结构较为稳定，因此虽然表 2中“民团民会职 

务(1940年6月)”的资料情况并不完整，但应可与1942年 3月商工会议所议员进行简单比较。此外，在 1942年商工会议所事务局 

中，除理事外，还雇有主事一名、书记五名、特聘人员两名、华人雇员五名。(底柬 日本商工会龋所『昭和十六年度事案概要』、3__4 

页)。 

资料来源：底柬 日本商工会凝所『昭和十六年度事案概要』、2—3页。饭 南涉r香港 一日本阳保 加 香港 日本商工会鬣 

所J、波形昭一编『近代了'≯7， 日本人经济团体』、205页。 

根据表2可知，与 1937年相比，1942年初商工会议所指导机构的构成发生了显著变化。由于 

经济能力强大，日本大企业大量进入商工会议所，并由战前的少数派变为多数派，牢牢掌握了会务 

权力。在所有常议员中，仅有协同组作为战前日本中小企业的联合体，起到点缀作用。① 

从议员的行业分布状况看，表2中包含了各类日本商社、银行、海运企业、工业企业、国策会社、 

统制组合等。从企业名称可以判断，其业务集中在贸易与金融业。这也说明了日本对珠三角地区 

的占领政策是重在物资榨取而非生产建设。 

同时不能忽视的是，商工会议所聘用的四名顾问中，包含了外务省、陆军及海军在当地的代表， 

这足以说明商工会议所为维持其正常运营，与日本占领当局通过多种渠道维系着密切的联系。 

再者，表 2还揭示了商工会议所议员与当地民团民会间的复杂关系：商工会议所会头同时身为 

民团民会参事会的七名成员之一，而民团民会参事会的正、副会长也在商工会议所的常议员或议员 

之列，民团民会议长且受聘为商工会议所顾问。也就是说，商工会议所罗致了居留民团中的首脑人 

物，双方要员彼此间多有重合，而这种格局必将加深商工会议所的“民间基础”，有力地推动二者间 

展开顺畅的事务往来。 

此外，与广州毗邻的香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一直发挥着华南金融中心及货运枢纽的作用。 

既有研究成果揭示，在 1939年5月至 1940年4月间，中国大陆与香港 日本商工会议所保持联系的 

日本经济团体，仅广东日本商工会议所一家。② 通过表2可知，在 1942年3月广东日本商工会议 

所的33名议员及其所属企业中，有 11家企业曾在 1939年 11月间列名为香港日本商工会议所会 

员，竟达到总数的1／3。且在这 11家企业当中，又有四家在穗港两地的商工会议所委任同一人作 

为代表。这种现象，虽限于史料而无法进一步阐释，但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穗港两地 日本商工会 

议所之间，无疑存在着非常密切的人员往来与业务关系。 

① 广州沦陷后，不少1937年商工会议所的创始会员返回当地，并组成联合企业“协同组”，由抗战前商工会议所的副会头冈 

本矶太郎出任社长，“协同组”积极与日军合作。(r商社 觫成体制聋街<j、『南支日赧』、1944年 3月17日、第3版)冈本以社长 

身份，分别加入民团民会和商工会议所，并继续出任要职。(山本喜代人鳊『萃南商工人名碌』、萃南商工人名绿凳行所、1943年、 

8—9页)另， 南支日赧』是广州沦陷时期唯一的日文报刊，其作者与读者群基本为当地 日军度 日本居留民。 

② 饭岛涉r香港 一日本闼保 加 香港 日本商工会蕺所J、波形昭一骗『近代7， 7， 日本人盎圣济团体』、2O6—2O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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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943年改组情况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对商工会议所的生存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冲击。1942年初，总领事馆对商 

工会议所再度进行组织调整。 在其监督下，2月6日商工会议所将下属五大部中的商业部，细分 

为21个统制组合。此举使商工会议所部分地开始了统制组合化，其社团性质随之发生改变。 

1943年 3月初，在 日军战局不利的情势下，上期议员任期届满，商工会议所进行了例行改选。 

总领事馆为进一步加强对经济统制的管控力度 ，命令商工会议所参考上一年华北、华中与华东的相 

关改革内容更改会则。② 依据此次改革，2／3的议员从各产业部门中按比例选出。如从金融业选出 

三名、交通运输仓库业四名、工业三名、矿业一名、贸易业四名等，共计 24名。③ 并且，由总领事馆 

指定的议员人数由此前的5名增加至议员总数的 1／3，对商工会议所的干预力度愈益加深。3月 

11日，总领事馆公布了 11名指定议员名单。④ 至此，35名议员全部确定。在同月 27日召开的临 

时议员总会上，由总领事亲自指定新会头，接着通过议员互选择定副会头，之后正、副会头再共同拟 

出八名常议员名单。⑤ 经过此番改选后，商工会议所议员的基本情况如表 3所示： 

表 3 广东日本商工会议所议员名单(1943年3月) 

职务 姓名 所属 上届职务 t937年在籍者 

会头 小野哲一 横滨正金银行广东支店 议员 在籍 

副会头 铃木透 东亚海运株式会社广东支店 常议员 

常议员 浅野贤智 浅野水泥株式会社广东事务所 常议员 

常议员 滨田林藏 福大公司广东支店 议员 

常议员 犬冢尚一 三井物产株式会社广东支店 会头 在籍 

常议员 水泽嘉一郎 三菱商事株式会社广东支店 议员 

常议员 冈本矶太郎 常议员 在籍 

常议员 重松善信 台湾银行广东支店 副会头 在籍 

常议员 竹割政男 广东内河营运组合 议员 

常议员 石川久我生 大丸兴业株式会社广东出张所 常议员 

① 此次调整的具体原因并不明确。若参考 1942年 1月天津总领事馆对当地商工会议所章程的修改意见，则此时进行类似 

调整的目的在于加强领事馆对经济统制的监督力度。(幸野保典r苹北缝济 膨张匕天津 日本商工会鬣所 械耩改革J、柳浞进 · 

木村健二鳊著『戟晴下7' 7 日本经济团体』、237页) 

② 如在天津，由于华北日军及兴亚院直接干预经济统制问题，当地的主要经济统制机构逐渐脱离了领事馆管辖，为加强领 

事馆对当地统制机构的监督能力，占领当局从 1942年 1月起即开始酝酿对天津日本商工会议所进行规则修订与机构改革。其结 

果是，虽然加强了天津日本商工会议所的官方附属团体色彩，但在愈演愈烈的经济统制化过程中，却没能使商工会议所摆脱形骸 

化的命运。(幸野保典r荤北经济 膨张匕天津日本商工会凝所 槭槽改革J、柳浞避 ·木村健二编著『戟峙下7， 7， 日本经济 

固体』、237—241页)而在上海，l942年9月在当地总领事馆的指令下。上海 日本商工会议所也进行 了规则修订，其主旨同样是欲 

赋予当地商工会议所对经济事务的全面控制权，以此加强总领事馆自身对经济领域的指导能力。其结果正如山村睦夫所言，商工 

会议所成为“上意下达”的机构。(山村睦夫r日本 占领下 上海日本商工会鬣所j、柳汉避 ·木村健二编著『戟啼下7' 7， 日本 

熹圣济团体』、274—279页) 

( 『新事憋l：即虑L商工会畿所横耩改正j、『南支日赧』、1943年 3月 11日、第3版。 

④ r商工会鬣所谖具官遥 11凝更决定J、『南支日赧』、1943年3月 11日、第3版。 

⑤ r商工会凝所正副会颈常鬣其决定 鲶领事畴席袒馥其鲶会催寸j、『南支日赧』、1943年 3月28日、第3版。 

66 



张传宇／广东 日本商工会议所的制度创设与人事构成探析 

续表 3 

职务 姓名 所属 上届职务 1937年在籍者 

议员 小林清次郎 台湾电力株式会社广东支店 无 

议员 清野长一 东亚烟草株式会社广东出张所 无 

议员 前田稔 台湾拓殖株式会社广东支店 议员 

议员 平山秀助 日本海洋渔业统制株式会社广东出张所 无 

议员 宫川安士 大仓商事株式会社广东支店 无 

议员 池田佐一郎 华南银行广东支店 常议员 在籍 

议员 楠本三九儿 广东荷役仓库组合 无 

议员 北见健男 日本邮船株式会社广东出张所 无 

议员 山佳祯 大连汽船株式会社广东出张所 无 

议员 野路直 大日本麦酒株式会社广东出张所 无 

议员 小泽保雄 广东制纸厂 无 

议员 森本政一 华南烧寸株式会社 无 

议员 安住只男 石原产业海运株式会社广东支店 无 

议员 山本直秀 东洋棉花株式会社广东出张所 议员 

议员 村 田甚吾 江商株式会社广东出张所 无 

议员 林木卿 株式会社竹腰商店广东支店 议员 

议员 平 田末治 开洋兴业株式会社广东出张所 无 

议员 田中真雄 株式会社岩井商店广东支店 无 

议员 折田重雄 折田洋行 议员 

议员 上尾恭二 河村洋行支店 议员 在籍 

议员 水琢勉 盐野义商店广东出张所 无 

议员 喜多山松之助 广东鱼市场组合 议员 

议员 糸永安太郎 合资会社割烹别府 无 

议员 岩见芳四郎 朝13洋行 议员 

议员 伴达郎 明治火灾海上保险株式会社广东支店 无 

说明：资料原文中并未注明冈本矾太郎的所属企业。虽然根据上述“1942年商工会议所议员名单”和“1943年民团民会议员 

名单”(山本喜代人编『莘南商工人名绿』、8-_9页)记载，冈本矾太郎此时的所属企业应为“协同组”，但此次冈本可能是以个人 身 

份 当选议 员的。 

资料来源：山本喜代人编f莘南商工人名碌』、10～11页。底柬日本商工会鬣所编『新底柬』、250／1页。r在外邦人商案(商 

工)会截所阴保雒件／庄柬商棠会载所J、JACAR(7， 7，蜃史资料七 夕一)Ref．B08061553400(第0289画像 目力、岛第0290画像 

目喜 )、在外邦人商案(商工)会馥所阴保雒件／庄柬商案会蕺所(外榜省外交史料馆)。 

首先，在全部 35家企业当中，共有 26家属于 日本企业开设在广州的支店、事务所或出张所，此 

外的九家企业中，又有三家是广州的13本统制组合，若视其余为创建于广州的企业，则其数量仅六 

家而已。而在正、副会头以及常议员当中，有八名来自13本企业支店、事务所、出张所，余下的两名 

常议员中又有一名属于本地统制组合 ，故广州“本土”常议员仍仅有冈本矶太郎。因此可以认为， 

太平洋战争时期商工会议所的实际权力以及广州的经济命脉，掌握在“外来的”日本大企业手中。 

本地中小企业的声音在议员总会上应是微乎其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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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35家企业有 18家曾出任上一届议员，约占总数的一半。出任上届常议员的六家企业 

中，有五家取得连任。而上届正、副会头在本届留任为常议员，本届正、副会头则由上届的议员和常 

议员充任。也就是说，虽然 1943年改选后商工会议所的议员更迭达到半数之多，但包括正、副会头 

及常议员在内的上届董事会成员基本保留下来。由此可以判断，战时商工会议所的指导层具备极 

强的稳定性 ，在保持既定方针、维持既有人脉等方面或可发挥重要作用。 

最后，如将 1943年与1937年商工会议所的成员进行对比，可知在 1943年改选后的议员中，仅 

有六名创始会员。它们是正金银行、台湾银行、华南银行和三井物产等大企业，以及当地 日本民间 

中小企业的代表：河村文太郎、冈本矶太郎。其他创始会员，此时虽不乏以多种形式继续维持经营 

者，但因其资本薄弱，已无法当选议员，只能在愈加严苛的统制经济下苟活。① 

结 论 

商工会议所本属民间经济团体，因其在广州设立较迟，故未及全面开展会务，即随抗战爆发而 

暂时停止活动。抗战期间，商工会议所在制度设定和人事构成方面，都出现了较大转变。 

首先，在初创之际，商工会议所尚能 自主决定其制度与人事。而抗战期间重设后，总领事馆成 

为其直接领导机关，且不断增强对商工会议所的干预力度。同时，商工会议所还要接受日本陆海军 

特务机关的监督与指令。制度与人事权力遭受的多重监管与侵蚀，是商工会议所从抗战前的自发 

性 、自主性民间工商业组织，向占领当局附属机构过渡的重要标志。 

此外，抗战期间商工会议所在功能上被设定为广州经济统制体制的重要环节，其历次改组，大 

多与占领当局加强经济统制的意图有关。在此过程当中，日本大企业迅速主导了商工会议所 ，充分 

利用其对内与对外的人脉及贸易网络，并形成了稳固的人事格局。同时，商工会议所的组织构造也 

不断迎合经济统制的需求，最终形成在大企业主导下的统制组合化形态。 

限于史料局限，商工会议所在太平洋战争末期的情形并不清晰，有关问题须留待今后进一步发 

掘资料，进行补足。 

[作者张传宇，暨南大学历史系讲师] 

(责任编辑：高莹莹) 

① 在 1943年，共 2l家商工会议所的创始会员仍在广州继续商业经营。除上述四家大企业外，尚有独立经营者 14家，加入 

协同组者七家。其中四家是在独立经营的同时加入协同组，且在协同组内的七家创始会员，全部担任董事、监查等要职。(山本喜 

代人编『萃南商工人名绿』、28、31、39、42、44、45、62、63、84、91、104、116、117、129、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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